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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

1　 趙之謙 (1829-1884)，會稽（浙江紹興）人。初名鐵三，後名益甫，中年後始名之謙，字撝叔、冷君、憨寮、悲庵、無悶、悲盦、

梅盦。齋堂為二金蜨堂、苦兼室。咸豐己未年舉人，官江西鄱陽、奉新知縣。工詩文。究心六書。善碑帖考證。擅書法，初學顏

真卿，後致力於北魏碑，篆、隸取法鄧石如而自出機杼，書法凝練雄強，迥異時俗。精畫事，為清末寫意花卉之開山。篆刻宗法

秦漢，並力主「印外求印」。

2　 吳昌碩（1844-1927），工詩擅畫，精金石篆刻，繪畫以大寫意花卉、蔬果為主。其畫有兩大特點，一是以篆書筆法入畫，行筆蒼

勁古樸，豪放而又凝重渾厚。二是以色當墨，墨色並重，色彩濃烈，開近現代大師用色之先河。

3　 根據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所錄，歷代的印學專著僅 49 篇，其中又有一些是論篆而非論印的文章，例如李陽冰的《論篆》、

韋續的《五十六種書》。故，嚴格說來，歷代印學專著當低於此數。

一、緒  論

長久以來，中國文人受到儒家教化與科舉功名制度

的寖潤，普遍認為君子立身之本首在德行，次及文章，

依序才是詩、書、畫、印，由是，篆刻藝術居藝文活動

之末的宿命，幾乎從一開始就確定了。

也正因為如此，宋元以來文人投身方寸世界，多

半本著從事「餘事」的消遣心態，所投注的心力也多著

重在「藝」的部分――也就是在閒暇時對創作的當下感

動與自我意識的直覺展現。相對於篆刻領域中「史」或

「論」的研究，就沒有給予應有的關心。這個因素使得

篆刻史和篆刻理論長期以來受到漠視，即使是直接從事

篆刻活動的人，也不見得對印學發展的歷史有太大的興

趣。長此以往，導致篆刻領域「藝」的部分與「史」、

「論」部分嚴重失衡，間接造成「印學」的極大缺陷，

使得篆刻藝術的發展有如植基於淺泥之中的花朵，看似

蓬勃搖曳卻無法屹立深根。

清中晚期，篆刻藝術的發展已經後來居上，與書畫

藝術鼎足而立，書畫家、金石家兼習篆刻者不勝枚舉，

一時之間名家輩出。發展至極，甚至在出現了以金石趣

味為主要筆調的書畫風格，無論在書法、繪畫或篆刻都

展現出濃濃的金石趣味，其中又以趙之謙 1 、吳昌碩 2 

最為著名，藝術家將這種金石趣味結合刀筆，使得詩、

書、畫、印得到前所未有的整合。相對於詩書畫，篆刻

領域確實在「史」和「論」的研究是薄弱而較無系統

的。七百年間，除少數幾本較為人熟知的論印專著 3 傳

諸後世外，相關的論述大都散見於印譜的序錄和篆刻家

印作的側款之中，較之於歷代書論、畫論汗牛充棟的景

況，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兩相對照之下，這種失衡與空

泛則尤為顯著。

臺灣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同時承續了中國和日本

的文化，百餘年來，臺灣地區雖然沒有製作原鈐印譜的風

氣，但是不少明清及日人印譜因為不同的原因留在這塊土

地上，或為私家所收置，或為公家所庋藏，但卻一直沒有

一次完整的調查或整理，這對印學的研究無非是一種莫大

的遺憾。當篆刻已經在臺灣成為一門蓬勃的藝術門類的時

候，建立印學史論系統的文獻工作更是相形重要，藉由印

譜的調查，一方面可以架構「史」、「論」來支撐「藝」的

發展，另一方面也讓篆刻同好更容易使用這些資料，無論

在深度或廣度都有俾於篆刻藝術的發展。

另外要提出的是，相對於其他門類，印譜形式的

書籍成熟較晚，目前存世的印譜，其成書年代都不早於

臺灣公藏印譜之概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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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因此，調查的對象率難符合文獻學上傳統認知的

「善本」定義。近代文獻學者李致忠提出善本為一「因

人因時而異的不太固定的概念」，並定義所謂的「善本」

是「現存古籍中，凡具備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

術代表性，或雖不全備而具備其中之一而又流傳較少

者。」4 調查中也發現各大圖書館收藏印譜所訂定的標

準亦大致符合這個精神，因此，在參考各大圖書館特藏

單位的實務作業標準之後稍作改異，實際調查所得的結

果，除了因認定標準不同而略有增減之外，5 大多與各

圖書館特藏書目相類。在沒有找出更為適當的界限替代

之前，本文對於璽印類的原鈐、刊刻印譜和民國以前出

生之篆刻家創作之原鈐線裝印譜，以及特殊的珍本與描

摹本，概以「善本印譜」名之。

文獻斷代的問題一直都是棘手的，黃裳在〈清刻之

美〉一文中對於繆荃蓀就提出嚴厲的批評：「為了簡化

（編製書目的）工作程序，不能不定出一種格式來，平

心而論，這也算做一種進步，……問題祇出在繆荃蓀劃

定的善本與非善本的界限，……這種機械化『一刀切』

的規定，一看就知道是荒唐的。」6 身為一代目錄學家的

繆荃蓀在斷代問題上仍不免受到無情的抨擊，對此吾輩

更應以講求事實的精神並審慎考量評估。

因此，璽印類印譜概不設定出版時間下限，舉凡符

合原鈐、刊刻、石印等線裝印譜盡皆收錄，其原因有二：

一、此類印譜若是以秦漢原印鈐於紙上，成譜雖新，當

可視為秦漢時期的文獻，不應抹煞其時代價值；二、近

代學者研究古璽印的成績斐然，較諸宋元前人成就並未

遜色於前人，若以印譜成書時間作為收錄標準，無異是

因噎廢食。至於篆刻類印譜以印人出生年在 1911 年以前

為界。舉凡印人出生年在 1911 年以前，考量在正常的

情形下，印人作品多隨齒歲增長而功底愈見純熟，其晚

年作品當優於早年，若依照印譜出版年斷然截劃時間下

限，恐有錄其劣者而汰其優者之失。造成了存其少作而

汰其精品的窘況，如此一來豈非有違「善本」之真義。

前文提到，臺灣本地並沒有製作印譜的傳統，各地

公藏除了中國大陸渡海來臺之中國明清印譜之外，亦有

為數不少的日本印譜，這些印譜大都是日治時期在臺日

人手輯或者是參與日本印社的交流作品，完整的呈現這

些印譜則有助於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印人活動的情形，這

段歷史在中、日的篆刻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以

其獨特的文獻價值的考量下，舉凡日人所製之印譜不受

上述二項之限制，概皆收錄。

目前在臺灣針對公藏印譜的整理，除了國家圖書

館曾經將其中一部分編入《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

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之外，另有中研院

傅斯年圖書館業已完成印譜的數位化，其餘圖書館對於

善本印譜的整理工作僅限於簡單的書目編製。對於有志

於印學研究者而言，這樣的文獻整理工作似嫌不足，在

以資源共享及文獻統合的兩個前提之下，臺灣公藏印譜

的調查工作實應立即開展，筆者不揣譾陋，竊本述而不

作、拋磚引玉之初衷，期為臺灣印學文獻略盡微力。

二、印譜的調查與整理

如果沒有正確的古文獻學理論和方法，古文

獻學將會產生兩種後果：或任其錯亂、散失，

日漸佚亡；或亂加整理、妄加竄改，貽誤後

人。7  

上述提到，目前臺灣公立圖書館所典藏的印譜，除

明清印譜佔大多數外，日人印譜亦不在少數，又因為日

本民間篆刻發展長期受到明清篆刻的影響，除一定程度

保有自己的特色外，其內涵又約略與明清流派篆刻有相

合處。造成了這兩個系統在臺灣似一實二、似二而一的

有趣現象，這也是調查過程中意外的驚喜。本文針對臺

灣公藏古印譜係以調查為主，研究為輔，藉由調查的成

果，試圖呈現臺灣以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地域關係，所

展現的典藏特色，其間涉及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交會的

獨特歷史現象，所能論述的地方甚多。但本文的出發點

4　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55。

5　 各圖書館對於「篆刻」、「印譜」二項之分類，在實務作業上略有不同。

6　 黃裳，〈代序〉，《清代版刻一隅》（濟南：齊魯書社，1992）。

7　 孫欽善，〈自序〉，《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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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以文獻學的角度，忠實完整地描述文獻客觀的存

在，對於歷史背景因素的探討或主觀美學之意見則在行

文中力求避免，甚至不涉入藝術批評。盡量讓印譜本身

展現其文獻價值――不管是在美學上、史學上、文學上

或文獻學上。

西方的藝術史長期以來在研究方法上凌駕東方，這

些研究方法其長處在於能夠針對圖像予以客觀的描述，

但對於著重於文學內涵的中國「文字」的藝術（包含書

法、篆刻），則又缺乏文化特有的屬性下所蘊藏的意涵，

因此筆者認為這些純就美學基礎所建構的方法論或可適

用於中國其他藝術門類，但對於結合文學、文字學等特

有基因的書法篆刻領域，西方美學的研究方法是不適用

的。承襲唐代劉知幾、柳宗元等人所開啟的疑古之風，

宋代文人在經世與治學之外極為重視考訂之學，不同於

漢魏以來考據學家偏向以古籍為標的的考訂方式，宋人

更進一步地在蒐集、考訂古籍的工作中，提出了各種分

析問題的方法，除了對「典籍文獻」提出更有系統的研

究方式之外，更將重心移向包括鐘鼎彝器、碑碣石刻、

磚瓦泉璽在內的「實物文獻」，因此「目錄學」和「金石

學」並轡而行，成了宋代學術成就上極為重要的一環，

亦可作為今日研究印譜資料的借鑑。

印譜最初是以資料之匯集為主要目標，對印章的審

美並沒有太多的注意，發展至後期，印章的審美卻成了

印譜盛行的主要原因，這或許是文人將書畫美學的慣性

投注於其中，並與篆刻流派的崛起互為作用，漸漸地，

印譜的基本任務從「譜錄類」的工具性客觀功能加入了

「藝術類」的欣賞性主觀功能。

記錄印章面貌是印譜最基本，也是最初的功能，

前文提到「譜錄式」的金石研究整理工作，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根據金石器物的文字、形制加以研究，藉此了解

當時的官制、典章。藉紀錄考證的動機遠高於審美的功

能。顧從德《印藪》序即言：「然僅僅無以廣同好，而且

也借諸收藏好事鑒賞家者為之耳，然散而弗克常儲為一

家物，或久益漫滅並失所在也，後之人抑又何以能盡睹

今茲之全……。」8 說明了他刊刻《印藪》的主要目的，

就是知道其所收藏的印章「弗克常儲為一家物」，並透

過自己的交遊「借諸收藏好事鑒賞家者為之」才製作了

《印藪》這部印譜「以廣同好」，可見顧氏不僅僅是限於

自己的收藏，而是以收錄印拓為前提製作《印藪》，達

到「後之人能盡睹今茲之全」的目的；汪啟淑在《訒葊

集古印存》自序中也透露出同樣的顧忌：「十年來收積

漸夥，然中間兩遭胠篋，十去二三，繼因遘難數載不暇

檢視，被攫取者十之四五，客春鄰火不戒燬於吳回者幾

半，今整娖敝笥所存，更加區別得若干枚，亟為集印成

帙，尚有三十二卷，蓋恐心賞故物易失而難得也，閱者

幸毋哂其陋焉。」9 在一連串失竊、逃難及祝融肆虐等災

難之後，就怕「心賞故物易失而難得」，因而成譜留下

紀錄。

就現在的眼光來看，一部完備的印譜，其內容可

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印蛻本身，這是整部印譜的主體

（少數以教學為目的的印譜除外），其中包含了印蛻、印

章載體圖示說明、印章材質紀錄以及釋文與作者之標示

等，另外就是序跋的部分，包含了自序、他序、自跋、

他跋以及凡例。簡單的說，一部印譜的形成，印蛻部分

則有助於我們看到編輯者的作法，序跋部分幫助我們了

解繕題序跋者的想法。印譜的序跋，除開酬酢性的客套

語和自謙辭之外，有幾個較常被提及的主題：包括引述

印章與篆刻源流（史）、介紹印人背景或收藏家其庋藏

過程（史）、討論印章價值（論）、闡述製譜動機（論）、

抒發審美觀念（藝）等等，而這些議論或敘述總括而言

可分為三部分：印史、印論、印藝。

三、臺灣公藏印譜典藏現況調查

根據「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的「臺灣地區善本

古籍聯合目錄」所載，在臺灣收藏珍善本印譜的圖書館

有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中央研究院內的

傅斯年圖書館和文哲所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圖書

館，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東海大學等三所大學的

圖書館等九處；加上筆者實地訪查發現，除了上述所列

之外，歷史博物館亦有少量典藏，而文哲所圖書館之館

藏實為傅圖之影像檔，政大圖書館則收藏的是國圖的微

8　 羅王常輯，顧從德，〈序〉，《印藪六卷》（明萬曆乙亥三年刻本，1575）。

9　 汪啟淑輯，〈自序〉，《訒菴集古印存三十二卷》（清乾隆庚辰二十五年鈴印本，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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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資料，故不應列入，合計應為八處。其中大部分的收

藏集中在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傅斯年圖

書館、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圖書館，以及臺灣大學圖書館

等五個地方。

上述幾處館藏較為豐富的圖書館，其典藏過程極為

相似，亦即皆為整批典藏，除了傅圖是傅斯年在北京向

當地書商收購，以及臺灣分館接收總督府藏書，其餘都

是私人遺贈，所以各個圖書館的藏書特質極為分明，例

如國家圖書館的典藏除幾部明清較為重要的珍善本印譜

之外，大都來自曾紹杰的捐贈；故宮博物院的印譜收藏

則承繼了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臺灣分館則接收了日治

時期總督府的藏書；臺灣大學的主要館藏承繼石原幸的

私人收藏，因為原收藏者其個人特殊之背景或喜好，使

得每一處的典藏都極具特色。

本節以圖書館為單位，並援引《國立中央圖書館

善本書目》體例，按照印譜的文獻特性酌予調整，依次

紀錄簡述之，以篇幅所限無法詳述版本特徵、內容的介

紹、或附列校勘記、紀錄書中鈐記與名家題識等，10 因

此存目而不錄，列於文末。中國印譜以明清年號記之，

日本印譜以日本年號記之以誌區別。以下根據實際的調

查結果略述之。

（一）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所藏善本印譜分置兩

處，有三部在美術室，其餘則在特藏室，特藏室除了原

先在大陸已然典藏之二十八部印譜外，加上近代名書法

篆刻家曾紹杰於民國 81 年遺贈的三十二部印譜，國圖所

藏之善本印譜總計有六十部、二百七十五冊。國圖基於

保護文獻的立場，對於年代較為久遠的印譜，率都製作

成微捲，凡經製成微捲的印譜一般都不得提借，因此，

該批印譜之「板式尺寸」與「板本」二項資料悉從《國

家圖書館善本書志》所載。

國圖所藏集古印譜之質與傅斯年圖書館堪稱臺灣

之最，其中有半數以上乃得自曾紹杰先生之捐贈。可知

曾先生不但在收集印譜，分類、編排上展現了過人的毅

力，更在選刊版本、考校文字、鑑別真贋上展露了深厚

的金石學與文字學的工夫，而其對於臺灣公藏印譜的了

解更是首屈一指。根據陳宏勉所述，11 曾先生過世之後，

收藏字畫交由江兆申處理；印石收藏由曾夫人移讓給王

北岳先生；曾先生的書法作品先後入藏於北美館與史博

館；而藏書部分則列目裝箱，捐給國圖。筆者進一步詢

問當時贈書數量時，陳宏勉先生記憶中約有十七箱之

多。經過調查，這批贈書已經散於圖書館各藏書室，蒙

特藏室主任出示當時的原拓印譜清單，共計二十四部，

九十四冊。

（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臺灣分

館」）前身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自日治時

代（大正四年，1915）開始算起，至今超過九十年。在

這九十餘年的過程中迭經更名及改隸，從「臺灣總督府

圖書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臺灣省立臺

北圖書館」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四個階段，

目前是臺灣空間最大的公共圖書館。臺灣分館由於接收

了「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故典藏日治時期日文

舊籍非常豐富，根據「臺灣分館」本身之統計，館藏線

裝書五千餘部、七萬餘冊，稿本、清稿本與抄本一百

部、方志三百種，為臺灣各圖書館所缺藏者，頗具研究

價值。而印譜部分因承襲之故，保留了相當數量的日人

印譜與清代印譜，是頗具臺灣特色的一批印譜。

（三）傅斯年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典藏印譜文獻有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

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圖）和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二

處。傅圖所收藏之集古印譜為臺灣圖書館之最，無論是

質與量都優越於其他圖書館，足堪比擬者惟國圖而已。

其典藏總數為七十八部、四百六十冊。可惜的是，該館

10   關於印譜之「書名」、「卷數」、「冊數」、「年代」、「編作者」、「板本」、「編著者小傳」、「板框」、「板式行款」、「藏書章」、「文獻

源流」等詳細資料，請參閱柯詩安，「臺灣公藏印譜之調查與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6）。

11  陳宏勉，〈我所認識的曾紹杰先生〉，陳永源編，《書印雙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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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數位化製作之印譜，依照規定不得提借紙本，而

該館館藏書目之稽核項未註明板框尺寸，致使調查中無

法確知部分印譜之板框大小。文哲所館藏目錄所著錄的

善本印譜有五本，皆援引傅圖善本古籍全文影像檢索系

統之電子資料，館藏中實無善本印譜。

（四）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故宮博物院購入「觀海堂藏書」印譜，為目前館藏

之主要典藏來源，凡三十部、一百九十九冊。其中不乏

日本印譜鈔本與稀有版本。前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於

《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書目》序中曾述及：「本院藏書，

其源有二：一曰遜清秘府所貯，一曰一督楊氏觀海堂舊

藏。」12 可知「觀海堂」藏書是故宮藏書很重要的一部

分。「觀海堂」藏書原始收藏人是楊守敬氏。根據吳哲

夫在〈楊守敬與觀海堂藏書〉一文中所述：「藏書家等

次雖多，而能綜合諸家之長，並獨具特色者，當推清末

楊守敬先生。楊氏既精於學問，又擅長於精別改訂，而

獨重視海外書藏，開啟大規模海外訪書運動，實為藏書

史話中，別具特色的佳篇。」13 顯見楊守敬「觀海堂」藏

書甚具特色與文獻價值。

今日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原鈐印譜大都來自觀海

堂，根據《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14 記錄於〈藝術類篆

刻之屬〉者共二十七種、三十部、一百七十八冊，扣除

《學古篇》與《篆學指南》二書非為印譜之外，印譜共

二十五種，袁同禮氏於序文中說明「此目非觀海堂之全

部」，孫楷也有如是的說法。但根據此次調查，印譜的

部分與現存狀況大致相符，略有增者僅《秦漢印統》、

《秦漢印範》、《周秦古璽》、《飛鴻堂印譜》、《二金蝶堂

印譜》五部與日本印譜《埋麝發香》一部而已。

（五）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收藏之印譜惟《聽鶯山房印存》一部而

已，乃 2008 年由魏清德 15 家屬所捐贈之遺藏。

（六）臺灣大學圖書館

在整個印譜調查過程中，最具特色的當屬臺灣大

學圖書館「石原文庫」的中、日印譜，該批收藏原為石

原幸 16 （或作石原幸作）所有，石原先生仙逝之後，由

後人轉予日本帝國大學豫科典藏，日本戰敗後，帝國大

學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該批印譜現藏於臺灣大學圖書

館特藏室。石原氏藏書多有關金石、書、畫，其中又以

近代中、日印譜為最多。歿後，其藏書由臺北帝國大學

豫科收藏，光復後，續由臺灣大學接管，即今日臺灣

大學圖書館特藏室中「石原文庫」典藏之物。「石原文

庫」有石原先生舊藏圖書二百五十餘部、一千餘冊，其

中印譜凡九十部、八十七種、四百二十九冊。由於石原

先生生平結交多為當時日、臺文壇菁英，藉由其所刻印

章與所藏圖籍可知當時在臺之文人交遊情形，本篇行文

之時，適逢魏清德家屬捐贈其生前收藏予國立歷史博物

館，其中即發現有石原先生贈魏清德之畫作，魏清德之

收藏涵蓋清末到日治時期中日書畫名家作品，將此批收

藏與「石原文庫」所藏交互對照，可略知當時文人酬酢

之景況。

（七）東海大學圖書館

東海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東圖）所藏印譜有四

部，雖說為數不多，然其中《漢印譜》與《古今名人印

譜》皆罕見。《漢印譜》無板框、題跋，印譜略成方形，

較諸一般所見線裝書不同，應為吳約盦自藏古印或所見

1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書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8）。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文物月刊》7:1（1990.1）: 118。

14  何澄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北平故宮博物院排印本，1932）。

15   魏清德，號潤庵，新竹人，後移居臺北，其父為秀才魏篤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中港公學校訓導，普通文官

試驗及格後，1910 年辭去教職，入臺灣日日新報社任編輯員，後擢升為漢文部主任。1915 年轉任福州閩報館主筆，次年又回臺

賡職。曾任臺北市社會事業委員、市學務委員、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州會議員等職。魏氏長於文才，尤擅漢詩，初期加入詠霓

詩社，後為瀛社創社社員，亦是新竹竹社社員，平素作品多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上，戰後出任瀛社第三任社長。著有《滿鮮

吟草》、《潤庵吟草》、《尺寸園瓿稿》等詩集，但佚稿甚多，仍待集軼。長子魏火曜曾任臺大醫學院院長。

16  石原幸作，號西涯，以號行。又號西涯漁史、西涯逸人、鼓溪漁人等，其室曰：「聽鶯山房」、「百硯千章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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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之集拓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方節盦所集拓《古今

名人印譜》十二冊本，該譜於季崇達所編之《中國古代

印譜八百年集成》與韓天衡所編之《中國篆刻大辭典》

皆有著錄，但所載都是 1945 年出版同為宣和印社所出之

十冊本。依照王福厂例言所述，東圖所藏十二冊本乃「彙

集歷朝以至現代名家之作」並且內有「元明印人之作」，

而十冊本據韓天衡所編之《中國篆刻大辭典》所載，其

收錄始於文彭而未及於元，雖同為方節盦所輯，所錄印

拓或稍有不同；又，據王福厂所述「是譜編輯先古後今，

隨時集得隨時鈐拓，滿足三十方以上即成一集」，可知

該譜隨收隨拓，待輯為一冊之量方行出版發行，可推知

十二冊本為最先之版本，又十二冊本收印逾三百方，又

較十冊本之二百七十三方為眾，可知東圖所藏之《古今

名人印譜》十二冊本在質量上應優於十冊本。

四、臺灣公藏印譜的內涵與價值

褚文禮德彝嘗語余曰：「無論讀書習字總覺後

不如前，惟獨治印愈後愈佳，因近代時有古

鉩印出土，後人見識既廣，借鏡益多，藝之

猛進亦當然耳。」17 

儘管中國古典學科發展常有「代不如前」之嘆，印

學的發展卻非如此，印章先是依附於詩書畫的實踐過程

與理論基礎衍生成一門藝術，再加上 19、20 世紀考古

成就斐然，出土文物漸多，世人見識益廣，篆刻藝術成

熟的速度驚人，終在晚清走向顛峰；非僅篆刻藝術發展

進程如此，連帶印譜在目錄學上的著錄表現亦如此；洎

自有宋以來，雖說已有印譜名世，但還尚未受到藏書家

的青睞，是以《崇文總目》、尤袤《遂初堂書目》、晁公

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無收錄

印譜；清黃虞稷撰寫的《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以收

錄明代著作聞名，按經、史、子、集四部排列，其子部

設有藝術類小目，收錄書論、畫論、畫譜、書畫史、畫

錄，另列棋譜、樂譜、骰譜、牌譜、博古、墨譜、馬戲

圖譜等，而印譜依舊闕如；《四庫全書》亦僅於《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總目錄•子部》中姑存六部印譜 18 之書

名；直至清季，私人藏書四大家：常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山東楊氏「海源閣」、歸安陸氏「皕宋樓」、錢塘

丁氏「八千卷樓」中，亦僅 「鐵琴銅劍樓」與「八千卷

樓」收錄印譜。直至民國，公立圖書館興而圖書管理工

作進入了科學化管理，印譜在圖書分類中有了明確的歸

屬 ―― 子部•藝術•金石•篆刻。

臺灣公藏印譜之文獻價值若依質與量兩個部分來

看，遠不如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

館、西泠印社等重鎮，甚至不及港、日等私家收藏。而

多元的文化內容是臺灣公藏印譜最大的特色，國圖與傅

圖藏有為數不多但堪稱優質的中國印譜，臺灣分館與臺

大圖書館存有豐富的日本印譜，民間捐贈則不乏晚清以

至於民國的篆刻印譜。因此，就單一地區而言，臺灣公

藏印譜的數量或許不如具有悠久篆刻歷史的上海、蘇杭

地區，數量甚至不如一個私家收藏，19 但就其藏書所涉

面向的廣度，當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其價值可從以下

三個角度來觀察。

（一）保存中、日、臺三地印譜

百年來臺灣歷經了幾次戰亂與政權的交替，公家典

藏的來源相對多元，就印譜文獻而言，典藏來源較重要

的有五個部分：一是國圖與傅圖自海峽對岸攜來者，這

兩個圖書館所收之印譜在質的方面當冠於其他圖書館，

不僅集古印譜遞藏整齊，更保有許多乾隆以前的篆刻印

譜，值得一提的是，這二處館藏各有不同的特色：國圖

除開曾紹杰所捐者，共有二十九部印譜，其中《印藪》、

《甘氏集古印譜》、《秦漢印統》為集古印譜，《訒葊集古

印存》、《虛白齋印廐》為璽印與篆刻的綜合印譜，其餘

皆為篆刻類印譜，而傅圖於此正好相反，所藏八十二部

印譜中九成以上都是璽印類的集古印譜，僅《吉金齋印

譜》、《味墨軒自藏古今印譜》、《天倪閣印譜》三部屬綜

合印譜、《趙撝叔手刻印存》、《勉行堂印存》二部為篆

刻類印譜，由於此二處所藏皆來自海峽對岸，是知，臺

17  陳巨來，〈序〉，《安持精舍印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18   六部為來行學《宣和集古印史》、徐官《古今印史》、羅王常《集古印譜》、何通《印史》、胡正言《印存初集》及《印存玄覽》。 

19 � 香港林氏收藏家松蔭軒藏印譜凡六百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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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公藏印譜中，最優質的集古印譜在傅圖，而欲尋找年

代較早的篆刻印譜當在國圖；第二是楊守敬觀海堂購自

東瀛後質於故宮博物院輾轉運來臺之收藏，楊氏把握

日本「明治維新」的去古氛圍，大肆在東瀛搜訪被日人

摒棄的中國古籍，其中璽印、篆刻各半，另有難得的日

本鈔本《令號璽史四》、《埋麝發香》二部較為特殊；三

是有清一代至日治時期民間收藏之印譜者，這部分的印

譜最少，然而因為長期受到忽略，在過程中其意義也相

形特殊，較值得一提的有《磊齋鉨印選》、《弢聿散人印

存》、《楊雪滄印稿》、《冠悔印譜》、《司空圖廿四詩品印

譜》、《百壽印章》、《少峰印略》，以及石原幸作諸譜，

這些印譜集中在臺大圖書館及臺灣分館二處；四是日治

時期印人收藏、創作的印譜，最具代表的當屬臺大圖書

館的「石原文庫」，該批收藏是臺灣數量最多的一批，凡

九十部，可區分為三部分，一是收藏、一是自刻作品、

一是印友結社集刻，這些印譜相當程度的反映了日治時

期的篆刻活動概況；五是國民政府播遷來臺之後的民間

捐贈，包括了國圖的曾紹杰捐贈及臺大圖書館的「烏石

文庫」少數印譜。

（二）向上延伸臺灣篆刻史

目前有關臺灣篆刻發展的論述大都由國民政府播

遷來臺前後談起，主要原因在於鴉片戰爭，臺灣割讓給

日本之後，中國文人大量撤離臺灣，日本戰敗之後，日

籍文人又大量撤出臺灣，詩書畫印本為上層階級酬酢的

文人活動內容，經過這兩次文人大量遷徙，臺灣的藝文

活動瞬間猶如被抽空一般，致使文獻凋零。這次調查發

現的幾部印譜，稍可填補 1949 年以前臺灣篆刻活動之

一隅，例如其中臺大圖書館所藏的《司空圖廿四詩品印

譜》，作者查元鼎，根據魏潤庵傳鈔連橫的〈查小白傳〉

得知：

查元鼎字小白，浙江海寗州人。少好學，文

名籍甚，以歲貢屢試秋闈不售。道光間，游

幕臺灣，當軸爭延致之。性耿介，懶於徵逐，

稍拂意輙去不可留。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

起事，淡水同知鄭元杰禮聘之，道出後壠被

擄，幾罹於死，平生著作盡沒。元杰與廳紳

林占梅、鄭如梁遣人分道求之，卒免於難，

繪「竿笠跨犢啚」徵詩記事。晚年喬寓竹塹，

境益窮守益堅，日與占梅輩以詩酒為樂，著

有《草草草堂吟草四卷》，今存三卷未刊，卒

年八十有三。子仁壽字静軒，能詩工篆刻，

亦卒於竹塹。著《靜軒詩稿》二卷，今亡，

聞有《百壽章》及《詩品印譜》為竹人所得，

是卷吾竹李逸樵子幷「百壽章」同時割愛贈

余。

〈查先生傳〉，臺南連雅堂君所撰，君號劍花，

有編纂中〈臺史〉未刊，此其摘錄者也。庚

申孟春， 潤菴魏清德附誌。

查元鼎見重於竹塹富紳林占梅，專程禮聘，延為潛

園上賓。同治元年，戴潮春起於彰化，占梅等餉募勇，

奔走平亂，推薦元鼎於淡水同知鄭元杰，襄助籌劃，以

幹練之才，深受元杰禮遇。次年，為戴軍所擄，幾致罹

難，平生著作亦失。元杰、占梅及鄭如松等，急急分兵

往救，始得生還，繪有竿笠跨犢圖，徵詩記其險遭不測

之事。亂平之後，寄寓潛園，與占梅詩酒論交。晚年課

館於西門，不善居積，家計日漸困窘，仍不改其狂介之

性，常自謂「窮途賴有英豪氣」以其實學，守志益堅，

不阿塵世，全無齷齪寒酸氣。元鼎才敏博學，下筆動輒

數千言，所作詩文甚富，而往來兵間，遊幕各地，作品

十佚八九，晚年撿拾剩稿，手自抄錄為「草草草堂吟

草」四卷，今僅有存六十餘首，元鼎之詩「柔麗中含剛

正氣，實合於古詩人持躬行素之矩矱」，又工篆刻「嘗

作百壽圖章及司空圖詩品二百餘石，古雅可愛，具有神

妙能三品存焉」，其孫奉璋，曾以素紙印成卷帙，時人

珍若拱璧，《新竹縣志》認為《百壽圖章》及《司空圖

詩品》二譜「具不得見」，經過此次調查分別在臺大圖

書館查訪到這兩部印譜。

根據筆者與圖書館員的接觸，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

的印譜像是一片從未開墾過的荒地，而實際上亦尚未有

一篇有關於此之專文或論述，從這個情形來看，日治時

期的臺灣篆刻史之所以未能建構，其原因不一定在於史

料的不夠完整，而是政權與文化的銳變，造成政權繼承

者對於前者文化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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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印譜述略

對於「善本」一詞的定義各個時代皆有不同的定

義，元明以前大多指校勘精審的圖籍，到了晚清，「善

本」的定義稍有延伸，張之洞在《輶軒語》的「論讀

書」一條記載可為統攝：「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

無闕卷，未刪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舊

本，一舊刻、一舊抄。」20 然而這些標準似乎未能精確的

投射在印譜文獻。1978 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21 的

編輯會議中提出了「三性九條」原則。「三性」所指為

古籍的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及藝術代表性；而「九

條」之中的最後一條專為印譜類的古籍所設：「印譜明

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譜、名家篆刻印譜的鈐印本，

有特色的或有親筆題記的收，一般不收。」可知印譜的

文獻特性實迥異於其他古籍，故而特設一條以為準則，

原鈐印譜製作之耗時費事較諸刊板圖籍實有過之，因此

在成書之初的製作數量就少，再加上一些印譜乃編作者

隨手收訪集拓的作品，可能原來就僅此一本，因此，調

查結果發現許多印譜都不多見者。以下對公藏印譜調查

之結果，羅列符合前言之義而世存稀有者：

1.  明代印譜：

現存印譜最早可推溯到明代，以該類文獻之特性而

言，明代所輯之刊本或鈐印本當以「舊本」視之，右上

圖表茲列出各圖書館所藏明代印譜。

其中國家圖書館藏四部《集古印譜》，實乃顧從德

依照《顧氏集古印譜》規模，另以棗木翻刻而成者，名

曰《印藪》；《顧氏集古印譜》乃為原拓印譜，現存世者

一全帙，一殘本，《印藪》則以朱印本與墨印本多次出

版。二書實不宜混同。

2.  鈔本及剪貼本：

鈔本及剪貼本之珍貴在於其單一性，某一程度上吻

合文獻學上所稱之「孤本」，雖然不能與經史重典相提

並論，但以其稀有，姑存錄之。

（1） 《令號璽史》，久松心甫定國鈔本，楊守敬「觀海

堂」舊藏。卷首有田澤仲舒日文手跡序文一篇。譜

中著錄日本御印、神宮、文庫等印式；印文皆為以

毛筆朱砂描摩。

（2） 《埋麝發香》，穗井田忠友鈔本。此譜從中務省以

下至薩麻國印，抄錄東大寺正倉古文書中描摹所

得，近江以下國郡十餘印正倉中不見之，採新造舍

藏書之印以附，民部省印採藥師院內家私印採壬生

寺亦同，此譜之所貴在於御璽者，太政官印者未決

新古，姑措之法隆元與大安以下諸寺印類，有諸家

摹印譜，雖然無法一一傳寫，大概一能徵失流布於

世，惟正倉祕匣所收光明皇后御書樂毅論一卷，接

縫捺印「積善藤家」四字不能寫得，每印有說別具

附錄。

（3） 《缶翁印譜臨》，封面有石原幸作自題「缶翁印譜

臨」，時間為昭和八年。此譜為石原幸作隨手臨寫

書    名 印譜類型 編著者 典藏地 版本 成書年代

集古印譜(印藪) 集古印譜 顧從德輯 國家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乙亥三年(1575)

印藪 集古印譜 羅王常輯 傅斯年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乙亥三年(1575)

考古正文印藪 集古印譜 張學禮輯 故宮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己丑十七年(1589)

考古正文印藪 集古印譜 張學禮輯 國家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己丑十七年(1589)

集古印譜 集古印譜 甘暘輯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丙申二十四年(1596)

秦漢印統 集古印譜 羅王常輯 國家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

秦漢印統 集古印譜 羅王常輯 傅斯年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

秦漢印統 集古印譜 羅王常輯 故宮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

秦漢印範 綜合印譜 潘雲傑輯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丁未三十五年(1607)

秦漢印範 集古印譜 潘雲傑輯 故宮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丁未三十五年(1607)

虛白齋印廐 綜合印譜 王應麒輯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戊申三十六年(1608)

印品 摹刻印譜 朱聞輯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庚戌三十八年(1610)

圖書府 集古印譜 釋自彥輯 傅斯年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壬子四十年(1612)

蘇氏印略 個人印譜 蘇宣刻 臺大圖書館 刊　本 明萬曆丁巳四十五年(1617)

蘇氏印略 個人印譜 蘇宣刻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丁巳四十五年(1617)

珍善齊印印 個人印譜 吳迴刻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萬曆戊午四十六年(1618)

學山堂印譜 集印人譜 張灝輯 國家圖書館 鈐印本 明崇禎戊辰元年(1628)

20  張之洞，《輶軒語》。收錄於嚴靈峰輯，《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 41650。

21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表：臺灣各圖書館所藏明代印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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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印拓，並選錄側款，每葉錄印不等，皆註明朱白

文。所錄之印皆為吳昌碩缶廬印譜中所錄者。據石

原先生自題封面所記，自一至六集凡十六本。今僅

存一冊。

（4） 《封泥拓片不分卷三冊》，無板框，每半葉貼有封泥

拓片一枚。書中無序跋。傅圖書目紀錄為陳介祺藏，

然其中約有十分之一拓片鈐有「簠齋藏古封泥」朱

文小印，其他疑為他人所藏。第一冊收一百五十四

拓，缺十四，第二冊收一百六十九拓，第三冊收

二百一十拓。此冊為陳介祺隨手剪黏而成。

（5） 《泥封》，無板框，每半葉貼有封泥拓片一枚，無序

跋。收錄封泥拓片數量較上述的《封泥拓片不分卷

三冊》為少，間有與前書重複，但亦有前書所未有

者。據中研院善本書全文影像系統，此譜中的附註

提到：「原無書名、次第、印記、題字。然瓷青絹

面，裝釘整齊，似濰縣陳氏舊物。」

（6） 《現代作家印存》，此為石原幸作剪貼大正時期《書

道雜誌》所刊載的印拓，訂名為《現代作家印存》。

包含了當時著名的日本篆刻家作品，對於了解大正

時期日本篆刻風格，有極大的幫助。

3. 珍本印譜：

（1） 《司空圖廿四詩品印譜》與《百壽印譜》，魏清德在

印譜前手書移錄連雅堂編纂之〈中台史未刊稿〉之

〈查先生傳〉，後於《臺灣通史》中載有〈查小白

傳〉，其文略減於〈查先生傳〉；《臺灣省新竹縣志

卷十一•藝文志》：「竹塹文人之能金石者，乾、嘉

間代有其人。最著名者，為道光晚年寓客潛園之查

元鼎。……少白所做金石，當時人嘆為觀止。其遺

留作品有《百壽圖章》22 及《司空圖詩品》共二百

餘石，古雅可愛，具有神妙能三品存焉。」23 臺大圖

書館目前妥善的典藏這兩部印譜是各地所僅見的。

（2） 《楊雪滄印稿》與《冠悔印譜》，楊浚（1830-1890）

字雪滄，號健公，又號冠悔道人。祖籍福建晉江，

後遷福建侯官。咸豐二年（1852）中舉，同治四年

（1865）任內閣中書，及國史、方略兩館校對官。楊

氏為福建著名藏書家，同治五年（1866）應左宗棠

之邀，入福州正誼書局，重刊先賢遺書。同治八年

（1869）遊臺，受淡水同知陳培桂之聘，纂修《淡

水廳志》；並應鄭用錫子嗣鄭如梁之請，編纂《北

郭園全集》，首開清代北臺灣文學專著出版之先河。

同治九年（1870）修志完成後離臺。晚年致力講

學，曾任教於漳州丹霞書院、霞文書院，廈門紫陽

書院，金門浯江書院。著有《冠悔堂詩文鈔》、《冠

悔堂賦鈔》、《冠悔堂駢體文鈔》、《冠悔堂楹語》、

《楊雪滄稿本》。《楊雪滄印稿》與《冠悔印譜》未

見其他著錄。

（3） 《一得齋印本》，作者吾向，生平不詳。全書分為兩

部分，前半為〈篆刻述畧〉，述及篆刻源流、章法、

刀法及篆刻工具等等。後半為印譜，印譜部分是前

述刀法之舉證。是少見的教學性質印譜，未見其他

著錄。

（4） 《水竹遺景》，澤谷僊太郎，一號星橋，為日治時期

臺南「水竹印社」的靈魂人物，有文采，日治時期

任臺南地方法院通譯、勳八。臺北萬華龍山寺有碑

刻魏清德撰，澤谷星橋所書的詩：「埜風開白蓮，

夏日門前路，苟有會心人，勝因茲可悟。」《水竹遺

景》有集錄澤谷星橋為當時文人所作印章，可藉此

了解當時文人交遊情形。

（5） 《史記列傳姓氏印譜》，作者馬加齡未見錄於印人

傳，根據作者自序：「余嘗有《聽鸝軒印兩集》摹

本、《漢銅印存四卷》」來看，對照松蔭軒藏印譜目

錄所載：「《聽鸝軒印兩集》摹本、《漢銅印存四卷》

作者乃聽鸝軒主馬加齡」，而《漢銅印叢》成書時

間為 1913 年，而序文中題款之紀年（乙卯年）當

為 1915 年，年代差近，同時二譜皆提到「丁未病

癒，養痾無事」；再核之以印風亦殊為相類，此譜

與前述二譜所別在於一為摹古、一為創作，故《史

記列傳姓氏印譜》推定為聽鸝軒主馬加齡所作或足

可信。若推論無誤，《史記列傳姓氏印譜》為歷來

書目所未載，極當珍視之。

（6） 《寶鷹齋印存》與《孟雲印賞》，書根題「全二本」，

與《孟雲印賞》為同一部書之二冊。應為閩籍寶鷹

22   臺灣大學「石原文庫」書名訂為《百壽印譜》。

23   王松，《臺陽詩話》。（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859），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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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主人林孟雲之藏印集。前有趙叔孺手書魏碑字墨

跡「孟雲印賞」四字並鈐有款印。所收印章大抵為

叔孺用印。有為數不少的趙叔孺及趙仲穆印章在其

他印譜中從未出現。此譜應為趙叔孺手拓贈漢如

者。夾頁中有一紙摹寫翁方綱金石拓片之題記。

（7） 《磊齋鉨印選存》，林熊光，林熊徵、熊祥之弟，板

橋人。1923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商業

科。他曾連任 3 屆臺北州協議會員，1937 至 1941

年膺任總督府評議會員，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平

生酷愛骨董，有極高之鑑賞能力，1919 年舉辦臺北

同好所收藏的中國各家書畫展覽會，1924 年舉辦林

家前清之幕賓謝琯樵、呂世宜兩人作品展覽，並為

呂世宜出版《愛吾廬題跋》。書中無藏書印。此譜只

鈐印二十部。近代集古印譜最著名者為濰陳氏《十

鐘山房印舉》，吳子苾《雙虞壺齋》，吳愙齋《十六

金符齋》，高氏《齊魯古印攗》，郭氏《續印攗》，上

虞羅氏罄室所藏錄印《赫連泉館古印存》、《續存》

諸譜。《磊齋鉨印》十中七八得自上虞羅振玉氏，

餘更集合滬上諸名家，有若黃濱虹、鄧秋枚、童心

安等所藏，是集乃印人塩谷壽石選存手鈐，當時每

部價二十金。

（8） 《古今名人印譜六集十二冊》，此方約輯元明以來名

人所篆之印譜，依照王福厂所述，此乃彙集歷朝以

至現代名家之作，上及元明印人下及民國，據韓天

衡所編之《中國篆刻大辭典》所載《古今名人印

譜》為十冊本，其收錄始於文彭而未及於元，東圖

所收之十二冊本雖同為方節盦所輯，所錄印拓或稍

有不同；又，據王福厂所述「是譜編輯先古後今，

隨時集得隨時鈐拓，滿足三十方以上即成一集」，可

知該譜隨收隨拓，待輯為一冊之量方行出版發行，

可推知十二冊本為最先之版本，又十二冊本收印逾

三百方，又較十冊本之二百七十三方為眾，可知東

圖所藏之《古今名人印譜》十二冊本在質量上應優

於十冊本。

4.  印社集刻印譜：

印社集刻之原鈐印譜多半都是以印友間交誼為前

提，依照通例，所輯之印譜在製譜之時，每人各留一底

本以為切磋，因此這類印譜往往僅在友朋同好間流傳，

於世亦不多見，臺灣分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皆藏有許多

日治時期這類印譜的印譜，對於勾勒日治時期臺灣印人

之間活動的情形有極大的幫助。

（1） 《小品拓本印譜》，此為「寸珍會」文友所收藏之印

章及硯台拓本，前半冊印拓為寸珍會友古印收藏之

印蛻，後半冊藏硯拓片數枚，每一拓片之下皆有一

印，蓋為硯台收藏者之印記。

（2） 《趣味同人會出品小印》，此譜乃趣味會同人收藏之

作品，多為明清印人，或日本前賢之作品，其中不

乏名家，惟有贋作混雜其中，殊堪可惜。其中有趙

之謙、吳昌碩、沈鳳、徐三庚、文三橋、胡震、趙

叔孺、童大年、齊白石、西泠八家等人之作。

（3） 《蘭亭印興》與《赤壁印興》。《蘭亭印興》為「長

思印會」同仁集刻王右軍〈蘭亭序〉，每句一印，

凡六十一印。《赤壁印興》為「長思印會」同仁於

大正十一年繼《蘭亭印興》後又一次的集刻，樋口

勇夫於序跋中提到近十數年印人相繼故去，梨岡君

素岳、石井君雙石二人繼故藏六居遺緒，以蘇東坡

〈前後赤壁賦〉為課。於八百四十年後的壬戌年集

刻是賦，得一百六十三印，皇皇鉅著堪稱絕構。

（4） 《雕蟲》刊物為目前公藏印譜當中冊數最多者，其發

行時間之長，所涉印人之廣，足堪為該時期之最，

對於了解日治時期中日印人活動有極大的幫助。其

內容分兩大部分：「古今印品」、「同仁近業」；每冊

前有目次，註明收藏家、作者、印文、印章材質、

各人印評及會員通訊錄、中日印人小傳；小冊後有

規約。

綜上觀之，臺灣公藏印譜的文獻意義可體現在三

個面向：一、文獻的共時性；二、文獻的歷時性；三、

充實地方藝文志。首先，臺灣公藏印譜在同一個時間點

上，典藏了中、日、臺等地不同文化特色的印譜，從空

間的廣度而言，已涵蓋絕大部分有印譜文獻的地區；其

次，從印譜的歷時性而言，臺灣公共圖書館所藏印譜年

代最早的明萬曆三年（1575）顧從德的《印藪》，24 最

24   國家圖書館編目時誤認為《印藪》即《集古印譜》，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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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為 1995 年的《家藏吳昌碩自用印存》，其時向跨度逾

四百年，也幾乎與現存印譜年限相符；最後，印譜於一

定程度上反映文人的活動狀態，畢竟印章的使用習慣業

已普遍存在於文人騷客之間，印人如何以印章為媒介而

與詩人、書畫家交遊，這樣的記錄比較容易出現在創作

者身上而非使用者，文史工作者在採訪史料時往往會忽

略的部分。

五、結  論

蔣復璁認為印學的研究：「顧自趙宋以前，學者無

述焉，元吾丘衍氏始有專書論列。降及明清，藝林學者

踵事著述。但以煙陋不同，淳駁互見。其傳世者，寥若

晨星可數。較之其他學術，實遠不逮。」25 這樣的看法是

普遍存在於愛好篆刻藝術者的心中，而這種煙陋不同，

淳駁互見的景象無法消除的原因，實在於印章功能與本

質不斷地轉換與豐富，其所扮演的角色無法如同書法、

繪畫般自始就明確無疑。創作人的身分從工匠到文人，

創作動機也從以實用為目的轉為怡情遣興，致使印章發

展史無法等同於篆刻史，而在建構印學的過程中，卻是

二者缺一不可的，因此，如何藉文獻學既有之方法與史

觀，合理的運用在印學領域，正是印學之能成為一門獨

立學科的關鍵。

漢民族使用印章的習慣由來已久，幾乎可與中華文

明歷史並轡，26 因此，不管從考古、考證、鑑賞或以藝

術美學的角度切入，印章之研究（包含印蛻）在史學、

考古、金石與藝術等幾個學科總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一

環。從考古或歷史的角度來看，它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從金石學的角度來看，它陳述了文字演化的軌跡，從古

籍書畫鑑定的角度來看，它是驗證文物真贋的憑藉；從

藝術美學的角度來看，它融入詩詞銘語，與書法、繪畫

等近緣藝術鼎足而立，使中國書畫藝術形式在世界美術

史上嘎然獨造。但是，對於一個源遠流長而涵蓋面向又

如此廣闊的文獻資料，至今尚未能建構出獨立完善的學

科架構，實為印學發展過程中無形的障礙，近世研究印

學之學者無不孜孜矻矻地努力於此，而筆者認為，文獻

的整理工作是建構印學的急務。

「文獻」是「古今社會史料的總稱，包括典籍記載

和名流議論。」循此立論推知，中國古文獻實涵蓋了金

石、考古、歷史、藝術等各個具有完整體系的學科，而

這幾個學科也或多或少地關涉到印章，欲使印章這個元

素從這幾個門類中抽離，使其成為「文獻學」中另一門

獨立的學科，不得不先探究印章發展的過程。篆刻的發

展在文人介入之後，以文學和藝術豐厚了印章的內涵，

一則以讀書人之學養典雅其文句，一則以書法繪畫之基

礎豐富其面貌，更有主動的運用「金石學」其他載體中

之文字入印，成為一種新的風貌與氣象，益發顯得篆刻

在金石學領域中的主動。印譜的發展形隨勢遷，代有轉

異，從最先的圖譜性質，到文人注入審美意識，擇其古

雅純樸者作為雅玩，進而自行創作發展出獨立的藝術型

態，印譜的整理工作需要以科學的態度與完備的研究方

法支持。建構「印學」的重要基石，是前文一再提及的

「史」、「論」、「藝」三部分，「史」的研究涵蓋了基礎資

料、文獻進程與背景；「論」的部分包括史觀、藝術研究

與批評、「藝」的部分包含了鑑藏與創作。

或有學者質疑印學是否有單獨存在之價值，正如同

部分的文獻學者和考古學者宣稱金石學已無獨立存在的

必要一樣，其理由是單項學科研究成果往往可以合宜的

納入既有之學科，更何必鼠尾續貂，就如同金石學家逕

將印學納入金石學，而文獻學家也義無反顧的將金石學

納入一般，被納入專類學科總有諸多不平，而涵蓋性較

廣的學科又有百般堂皇的理由。筆者認為文獻的多重面

向常常是無法一體檢視的，在統合整併相類文獻之餘，

我們不能忽視個別的獨特發展背景，歷史文物本身涵蓋

的是過去、是無機的、是死板的；而人創造文獻的能力

代表的是現在與未來、是有機的、活絡的。歷史文物的

分類與整理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分類整理

25   那志良，〈序〉，《鉨印通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6   「殷商三璽」曾著錄於《雙劍誃古器物圖錄》，其中二枚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據聞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印章，亦有學者認為缺

乏明確的證據而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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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同時，體驗到文物發展進程中交互影響的作用，

藉此了解並掌握文物發展的有機現象，才能夠深刻體會

文獻的價值與內涵。

孫欽善在《中國古文獻學》中說道：「古文獻學對

於古籍整理意義重大。古文獻學像一切科學理論一樣，

來源於實踐而又反過來指導實踐，總是在實踐――理論

――實踐的無限反覆中，既不斷豐富發展理論，又不斷

使實踐水平逐步提高。」27 印章藝術發軔於先秦，隋唐之

後始有韋述收藏璽譜的相關記載，28 另於《舊唐書・經

籍志上》29 載錄有《玉璽譜》、《玉璽正錄》、《傳國璽》

三種；《新唐書藝文志二•雜傳記類》30 亦載有《玉璽

正錄》和《國寶傳》；〈儀注類〉中有《玉璽譜》、《傳國

璽》、《玉璽正錄》，雖然這些蒐集印章的書已亡佚，我

們無法得知其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唐以前印

章的收集工作業已展開，此可視為印史發展的第一個階

段；自宋以後，文人好古，金石學興盛，印章正式成為

文人研究與收藏之對象，至此，印章亦僅被視為骨董收

藏，在文獻中並未發現深入的研究，僅有米芾在其《書

史》、《畫史》中零星的幾條用印、治印的看法；發展至

元代，趙孟頫提出了「摹古擬古」的最高指導原則，審

美觀念開始有意識地進入方寸天地，晚趙孟頫十八年出

生的吾丘衍，編寫篆刻史上第一本研究印學的專著――

《學古編》，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三十五舉》，具體化了

文人治印的原則與方法，文人治印邁向新的里程，此為

印史發展的另一階段；而沙孟海認為：「從元到清六百

年來印學不斷發展，米芾、趙孟頫、吾丘衍三人實有篳

路藍縷之功。」31 明中晚期著名的篆刻家文彭、何震奠定

了流派基礎，文人治印漸漸與書畫同途，基於對篆刻或

篆書不同的理解，衍生出各種不同的風貌，藝術立論亦

逐漸成熟，豐實了整個清代的篆刻世界，這個時期也是

篆刻藝術發展最為蓬勃的時期，可視其為篆刻發展的又

一個時期；晚清流派篆刻發展由盛而衰，各個流派風華

現盡漸失新意，獨有趙撝叔印外求印，吳缶翁、黃牧甫

標樹旗幟，而 19 世紀末甲骨、封泥、簡牘的大量出土，

又提供了新的元素，再次豐富了篆刻內涵；近四十餘年

來耽於篆刻的學者意識到印學開展至今，似應有回顧整

理整個印學史的必要，於是 60 年代初，有了沙孟海撰

寫的《印學史》，80 年代中期，韓天衡編著《歷代印學

論文選》上下二冊，奠定後來印學研究之基礎；而後黃

惇著《中國古代印論史》，儼然已將印學史定調。另有

中國學者葉一葦《中國篆刻史》、劉江《中國印章藝術

史》、孫慰祖《孫慰祖論印文稿》、蕭高洪《印章歷史與

文化》、林乾良、陳振濂等在創作之餘，更有意識的將

印學歷史與理論更加強化，而臺灣篆刻家黃嘗銘所建置

的印學資料庫更是印學研究史上的創舉，印學基礎慢慢

走向統合而完熟的道路。藉孫欽善在《中國古文獻學》

的一段話作為結語：

學習、研究、發展古文獻學，不斷提高古文

獻整理的水平，對於保存和利用我國豐富的

文獻典籍，弘揚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為人

類文明作出貢獻，意義重大而深遠。現時似

乎有兩種偏向值得警惕：一是把古文獻整理、

利用看得很容易，輕率為之；一是把古文獻

整理、利用僅僅看成實際操作，毋需理論指

導，甚至根本不承認古文獻學是一個獨立學

科。兩種偏向，一個根源，都是對古文獻整

理、利用和古文獻學缺乏認識和重視，其對

古文獻整理、利用等實際工作的危害不言可

喻。我們應該不斷加深對古文獻整理、利用

和古文獻學的認識，加強理論修養，減少盲

目性，提高自覺性，遵循客觀規律把有關工

作做好，肩負起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32 

27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22。

28   劉昫等撰，《舊唐書．韋述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6 版），頁 897。

29   劉昫等撰，《舊唐書》，頁 411。

30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藝文志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6 版），頁 402。

31   沙孟海，《印學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頁 95。

32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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